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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发展理念，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必须破解的发展难题。引入生态系统理论，遵循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

方式逻辑，探究产业活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自由耦合、固定耦合、约束耦合和自适应耦合)匹配对污染密集

型产业集群升级的作用机理。选取绍兴纺织印染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特征偏离分析和案例分析两种方法进行

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活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的合适匹配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有积极影响；对于

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生态系统宜采用自由耦合模式，对于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宜采用固

定耦合模式，对于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宜采用约束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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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污染密集型产业是指因治理不力产生大量工业污染物的产业[1]。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如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集中分布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这些产业集群往往是

一地的原生支柱产业，“一业兴百家旺，牵一发动全身”,同时也给当地生态环境及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破坏和困扰，是所在地废

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工业污染物最大排放源。因此，如何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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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发展理念，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必须破解的发展难题。 

关于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视角
[2,3,4]

、产业视角
[5,6,7]

和组织场域视角
[8]
展开研究，取得了

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对产业(活动)这个客体本身重视不够，多为脱离客体谈升级[9];二

是当前兴起的组织场域视角仅聚焦子场域[10,11],尚未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活动视为由各种子场域交织而成的生态系统展开研

究。鉴于此，本文在本体论层次提出产业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和共享性两大特性，并据此对产业活动进行类型划分，引入生态系统

理论，将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划分为自由耦合模式、固定耦合模式、约束耦合模式和自适应耦合模式。同时，遵循物质生产方式决

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逻辑[12],探索产业活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的匹配关系及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并以

绍兴纺织印染产业集群为例，对本文假设进行验证，以期为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提供新的理论洞见，深化和拓展生态系统理

论现有文献。 

1 文献综述 

1.1产业集群升级 

产业集群升级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 5个视角展开：一是全球价值

链视角，提倡主动嵌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通过产品升级、工艺升级、功能升级、链升级，逐渐从低附加值环节

攀升至高附加值环节，但近几年，“低端锁定”“悲催增长”等现实问题也引起学者反思[13];二是技术创新与创新网络视角，主

张通过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建设等多种形式提高集群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创新

网络，捕获本地与超本地的异质性创新资源，实现利用式和探索式创新[14];三是知识管理视角，强调知识的获取、溢出、传递、

共享以及知识网络构建的重要作用
[15]

;四是利益相关者视角，主张借助本地政府、集群内龙头企业、集群(国际)客户、专业市场、

行业协会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实现升级[11];五是制度与组织视角，强调社会资本、区域文化、组织模块化等制度与组织因素的重要

性[16]。 

1.2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 

作为一种特殊产业集群，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研究呈现出一定差异性和独特性。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经历了

从企业视角、产业视角到组织场域视角 3个相互交叠而又递进的阶段[8]。企业视角将企业升级视为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的

关键，该视角以企业为锚点，以资源基础观、战略管理理论、制度理论等为理论基础，探索影响企业升级的内部因素(如管理者

环境认知、组织身份、环境战略、组织资源、组织能力等)
[9]
、外部因素(如政府管制、利益相关者压力、环境不确定性等)

[17]
以

及内外部因素的交互影响[18],其核心观点是企业的意识、动机、资源、能力等内部因素是影响企业升级的关键，外部环境要素主

要起调节作用[2,3,4]。产业视角聚焦环境规制、环境税、排污权交易、政府补助与补贴、地区污染治理投资等[5,6,7],强调通过对产业

(集群)施加制度压力、提供政策优惠、重构产业组织规则等，激发企业的环境自动适应机制，实现过程—管理—产品—产业链—

生态创新的递进升级[19]。近几年，组织场域视角逐渐兴起，其聚焦个体和组织行为体(微观层面)与社会或跨社会行为体系统(宏

观层面)之间的中间单元，运用演化理论、制度理论、创新理论等，探讨多重交互维度(Multiple Interacting Dimensions)宏观

系统下微观行为体的多维(Multi-dimensional)行为[8]。如 Penna  &  Geels[8]通过考察任务环境、制度环境、产业体制 3个交互

维度下美国汽车产业空气污染治理的历史过程，发现 3个交互维度遵循由缺位虚位到同向强化，再到异向弱化的演化范式，与封

闭战线、增量技术创新/探索替代品、产业再封闭 3个治污集体行为一一对应。 

个体视角、产业视角和组织场域视角的研究已识别出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但仍存

在不足。首先，无论是企业视角、产业视角还是组织场域视角，以往研究多是脱离产业(活动)这个客体本身谈升级，虽有少数学

者意识到产业(活动)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产业(活动)特性及其异质性对集群升级的影响。Özen  &  Küskü[20]研究发现，产业市

场和产业集中度对企业环境实践有直接影响，并进一步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为克服发达国家的制度压力从而获得合法性，相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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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向型产业，外向型产业会超标准履行环境责任，为获得差异化、合法化、声誉等，相较于行业集中度低的产业，行业集中度

高的产业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绿色行为；类似地，Leonidou等[9]也证实，产业类型对企业是否实施绿色商业战略有显著影响。遗憾

的是，上述研究并未深入剖析二者之间的内在机理。其次，早期的企业视角和产业视角是一种还原论范式，将复杂的污染密集型

产业集群简化为原子化研究对象，缺少综合研究导向及一般模型与理论描绘绿化实践的“大图”和“大问题”[8]。组织场域视角

的兴起意味着研究范式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而当前的组织场域视角仅聚焦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平台)场域、中介机构场域、地方

政府场域等子场域[10,11],尚未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活动作为生态系统进行研究。 

1.3生态系统及耦合模式 

生态系统一词最早由社会学家 Hawley 于 1986 年引入社会科学领域，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安排，使人作为一个整体

运作，从而维持一种可行的环境关系[21]。在战略管理领域，Jacobides等[22]指出，非通用、多边互补关系和不完全等级控制是生

态系统的关键属性。行动者之间在非通用、多边互补关系和不完全等级控制上的不同组合形式以及在力度(Intensity)和强度

(Strength)上的变化，构成了不同生态系统耦合模式。 

关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已有研究主要从描述性、工具性、规范性 3个进路展开。其中，在描述性研究方面，学者们透视不

同现实情境下的生态系统，试图回答生态系统耦合模式是什么。如欧阳桃花等[23]从结构特点出发，将 DFH小卫星创新生态系统耦

合模式分为成长阶段的中心—轮辐式和领先阶段的共生式；丁玲和吴金希[24]依据宇通和北汽两大核心企业与其商业生态系统的

竞合关系，将耦合模式划分为互利共生型和捕食共生型；Kumar等[25]基于网络视角，将耦合模式划分为前后部神经网络型、馈线

减损网络型、吸收—喷发反生态系统型。工具性研究则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特定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及其演化内在

机理。如王正沛和李国鑫(2017)认为，生态系统耦合模式是生物和物种的被动发展与系统设计者主动服务共同作用的结果；欧阳

桃花等
[23]
认为，战略逻辑与组织合作方式适配是促进 DFH 小卫星创新生态系统耦合模式演化的内在动力；李春友和盛亚

[26]
将集

成商和利益相关者对权利对称状态的追求，视作 CoPS在不同创新阶段的耦合模式及其演化的一种内在驱动力。规范性研究试图

回答不同情境下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应该是什么，已有研究给出了一些指导原则或判断标准。如 Dougherty  &  Dunne[27]认为，复

杂创新生态系统应能够协调知识能力，以支持创新、制定并指导持续产品创新的持续战略、制定公共政策从而确保公共安全和公

共福利；宋娟等[28]认为，创新生态系统良性耦合的外在表现应是核心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成员的一致性协同；盛亚等[29]提出，能

够有效规避风险的 CoPS创新生态系统，应实现利益相关者权利在个体、关系、网络层次的对称配置。学术研究应该体现描述性、

工具性、规范性的递进与统一，已有文献在描述性研究方面成果最为丰富，工具性研究次之，规范性研究最为薄弱，亟须进一步

丰富和完善规范性研究成果，提升生态系统及其耦合模式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指导能力。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理想类型是社会学巨匠韦伯倡导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其基本分析思想是：从独特的、混杂的、现实的现象中建构典型

的、纯粹的、理想化的理想类型，以理想类型为参照系，比较和透视具体现象本身。本文基于实践观察和理论思考，根据产业特

性的两个维度(不确定性和共享性)及其不同水平(高、中、低),将产业活动划分为 9 种理想类型，将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划分为 4

种理想类型(自由耦合、固定耦合、约束耦合和自适应耦合)。遵循理想类型蕴含的代表性、典型性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同时鉴

于低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宜采用企业视角而非本文的生态系统(耦合模式)视角展开研究，本文围绕 4类产业活动(高—

低、低—高、中—中、高—高)和 4类生态系统耦合模式(自由耦合、固定耦合、约束耦合和自适应耦合)提出假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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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框架 

2.1产业活动特性及类型划分 

本文采用不确定性和共享性刻画污染密集型产业活动特性。Milliken[30]将不确定性分为状态不确定性(State Uncertainty)、

作用不确定性(Effect Uncertainty)和反应不确定性(Response Uncertainty)。本文涉及的不确定性是作用不确定性，或称之

为因果关系不确定性，具体是指由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方法等自身及其相互结合构成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生产产出之间的不

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越高，不确定性越大，反之则越小。Molina-Morales[31]最早提出产业集群中共享性资源的概念，是指为整

体集群所特有而又不被群内任何单体企业独占，为集群企业所共享却对群外企业具有排他性的一类具备获取“李嘉图租金”特

性的异质性资源。本文将产业活动的共享性界定为，由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方法等自身及其相互结合构成的物质生产方

式，可被产业集群中从事相同产业活动的成员共同使用或采纳的潜力或程度。与共享性资源概念相比，上述定义中共享对象的范

围更广，除涵盖资源的生产要素外，还包括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等。 

根据产业特性的两个维度(不确定性和共享性)以及每个维度的不同水平(高、中、低),可以将污染密集型产业活动划分为 9

种类型，依据上文所述原因，本文研究其中 4种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的匹配关系。 

2.2生态系统特征及耦合模式 

Orton & Weick[32]最早使用独特性和响应性界定松耦合系统(Loosely Coupled System),但并未对独特性和响应性的内涵加

以界定；Brusoni & Prencipe[33]将独特性定义为系统内的组成部分保持同一性(Identity),将响应性定义为系统内组成部分之间

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Glassman[34]区分了系统性适应与子系统适应、正反馈与负反馈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机理。借鉴上述研究

成果，本文根据生态系统主体特性、系统性适应与子系统适应、正反馈与负反馈的不同，将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划分为自由耦合、

固定耦合、约束耦合和自适应耦合，如表 1所示。 

自由耦合模式中的主体独特性高、响应性低，生态系统中的主体能够在子系统层次进行自由交流与合作，主要通过子系统适

应及其对整体系统产生的负反馈机制，确保生态系统整体稳定和必要调整。固定耦合模式中的主体独特性低，但主体之间共享的

活动变量(Activity of the Variables)数量多、强度高，整个系统就是一个适应单元，对于系统变量或系统内任一主体的改变

或扰动，系统主要通过正反馈机制作出适应性反应，即系统中其它变量或主体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反应。约束耦合是一种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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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耦合与固定耦合之间的生态系统耦合模式，主体在生态系统约束下发展其独特性，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系统响应性。在该模

式中，系统性适应与子系统适应取得一定平衡，可相互转化。自适应耦合模式是一种理想耦合状态，主体独特性高并形成非通

用、多边互补关系，通过标准、规则、接口等协调方式，实现高响应性。在该模式中，正负反馈机制协同运行，系统性适应与子

系统适应达成高度平衡，形成良性互动。 

表 1生态系统耦合模式 

系统特

征 
自由耦合 固定耦合 约束耦合 自适应耦合 

主体特

性 

主体独特性

高 

主体独特性

低 
主体独特性中 主体独特性高 

 
主体响应性

低 

主体响应性

高 
主体响应性中 主体响应性高 

适应机

制 

子系统适应

为主 

系统性适应

为主 

系统性适应与子系统适应取得一定平

衡，可相互转化 

系统性适应与子系统适应达成高度平衡，

形成良性互动 

反馈机

制 
负反馈 正反馈 正反馈、负反馈 正反馈、负反馈 

 

2.3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2.3.1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 

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中的高不确定性产业活动增加了集群成员认知和行动的难度，为寻找物质生产方式与生产产出之间的

确定性关系，需要集群成员及时快速探索新的问题解决方式和替代解决方案，而低共享性使得新方式和新方案在一般情况下难

以在集群内广泛推广，高不确定性与低共享性叠加，进一步增加了对解决方案及时性与多样性的需求。Levinthal[35]将此情境类

比成在崎岖风景中寻找最高峰，位于不同生态位中的不同种群通过局部搜索找到各自的局部高峰，相同生态位会出现多个高度

不同的局部高峰，最高者成为该生态位的主导生存方式。 

本文认为，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对应的生态系统应采用自由耦合模式。生物生态系统的一个基本原理是，对于瞬

时多变的自然环境，生物生态系统既需要独立于环境，否则系统将溃散，又需要对环境作出反应，否则将被淘汰，生物生态系统

适应环境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强大的子系统适应能力[34]。自由耦合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子系统适应，在自由耦合模式中，集群成

员独特性高，是异质性资源载体、高灵敏度传感器和自我决策中心。对于高不确定性产业活动，相同生态位或不同生态位内的集

群成员能够在子系统层次进行自由交流与合作，快速产生多样化、创新性解决方案，形成子系统适应。当子系统适应是一种短时

和低水平适应时，该生态系统基本保持稳定；当子系统适应被证明能够提高整体产业活动持续性和竞争力时，子系统适应经由集

群成员自身存在的响应性产生负反馈，逐步将子系统适应演变成整体产业活动的系统性适应，即自我调整的大战略[34]。在实证研

究方面，Molina-Morales
[36]
发现，面对技术冲击和竞争挑战，西班牙瓦伦西亚地区瓷砖产业集群引入和成立地方大学、学术机构、

特定目标协会、非营利组织等地方机构，集群内工艺升级、产品研发、国际推广等跨组织合作显著增加，实现密集的资源交换和

重新组合，推动该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对于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生态系统采用自由耦合模式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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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 

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是指产业活动涉及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生产产出之间关系可预测性高，当新的物质生产方式

出现后，被产业集群内成员共同使用或采纳的潜力大。Tokatli[37]研究发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包括印染在内的服装产业从英

国转出，依次转移至美国、日韩、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地，但印染生产工艺本身变化不大，并且行业内企业之间生

产流程十分相似。本文认为，对于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生态系统适合采用固定耦合模式，有利于污染密集型产业集

群升级。在固定耦合模式中，整个生态系统就是一个适应单元，对于系统变量或系统内任何一个主体的变化或扰动，系统中其它

变量或主体都可自动完成调整[34]。对于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采用固定耦合模式可带来诸多好处。首先，固定耦合模

式可以增加集群成员对产业活动愿景和目标的共同理解，减少不必要的冗余资源和关系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标准化水平、

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
[38]
;其次，固定耦合模式内生的共同认知和行为规范能够促进协调，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发生，有利于将稀缺

资源和能力引导、配置到长期或非常规任务上，通过持续性进步，攻克产业顽疾，增加集群弹性和寿命[39,40];第三，固定耦合模

式有利于形成应对变化和风险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而集体意识和集体记忆具有过滤器效应，可降低应对新变化和新风险的

随机性和盲目性，并筛选和启发新应对方案[39,40];最后，易于开展污染集中或集体治理，降低监管成本和环境负外部性。印度于

1991年启动了为期 10年的公共污水处理厂项目，引导小规模污染企业共同建设和使用公共污水处理厂处理工业污水。Kathuria 

& Turaga(2014)研究发现，该项目降低了污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成本，创造了规模经济，减轻了监管机构的负担。基于以上

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对于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生态系统采用固定耦合模式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有积极影响。 

2.3.3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 

约束耦合是一种介于自由耦合与固定耦合之间的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在该模式中，每个生态主体在系统整体约束下发展其

独特性，同时兼顾系统响应性，独特性和响应性相互促进、转化的二元性(Duality)关系[39],使得该模式兼具系统性适应和子系统

适应能力。对于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本文认为，采用约束耦合模式能够提升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绩效。与固定

耦合模式相比，采用约束耦合模式的集群成员，在系统约束下，发展出更多独特性，可以在子系统层次相对快速地产生多样化解

决方案或替代方案，以应对产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当子系统适应超过一定系统阻尼值时，子系统的被动适应会因集群成员

响应性存在，转化为产业活动整体的主动适应，推动产业集群更新、升级甚至迭代。系统性适应和子系统适应能力的平衡与转化

是约束耦合促进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实现这种平衡与转化需克服诸多困难。例如，系统对子系统的不适当甚至错误

约束。Pinkse等[40]研究发现，集群中的锚定租户(Anchor Tenants)为维护自身网络结构位置，可能会过度限制集群成员的适应

性破坏和锁定避免行为，对集群更新产生负面影响。再如，子系统短期的伪适应性行为被错误转化为系统性适应行为，造成系统

长期适应不良[34]。在处理好子系统适应与系统性适应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对于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生态系统采用约束耦合模式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有积极影响。 

2.3.4高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 

高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意味着产业活动涉及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生产产出之间关系不可预测性高，需要集群成员及

时快速探索多样化解决方案，而高共享性使得最佳方案可被集群共同使用或采纳，用以对已有物质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提升。对于

高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本文认为，生态系统采用自适应耦合模式，有利于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自适应耦合模式

是一种理想的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在该模式中，集群成员独特性高，成员之间通过独特互补(Unique Complementarities)和超模

互补(Supermodular Complementarities)形成多边关系，通过标准、规则、接口等协调方式实现高响应性[21]。在自适应耦合模式

中，系统适应与子系统适应实现高水平平衡和良性互动。一方面，整体系统引导和鼓励子系统在统一标准、规则、接口下发展其

独特技术、知识、能力等。另一方面，以独特互补和超模互补为基础的多边关系，促使集群成员在子系统层次及时快速生成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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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新性解决方案，形成子系统适应，以应对产业活动的高不确定性。子系统适应通过标准、规则、接口等协作方式可被集群

其它成员采用，转化为系统性适应，用以对集群已有物质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提升，从而对产业集群升级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以上

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对于高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生态系统采用自适应耦合模式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有积极影响。 

3 研究设计 

3.1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绍兴印染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首先是典型性。绍兴是我国最早发展纺织印染的地区，每年印染布产

量在 160亿 m以上，占全国产量的 1/3、浙江产量的 1/2。然而，绍兴印染是典型的“三高一低”产业，以 2012年为例，印染布

产量 201.47 亿 m,综合能耗却高达 731.92 万 t 标准煤，消耗水量达 2.38 亿 m3,排放的工业废水中 COD 含量 3.08 万 t,挥发酚、

六价铬、氮、磷等有害物质浓度远高于浙江平均水平。其次是适配性。为实现绿色高端、世界领先的目标，自 2010年起，绍兴

相继出台《关于推进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工程的实施意见(试行)》《关于印发绍兴县印染集聚升级工程金融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印发绍兴市印染行业有关标准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在生产加工、研发设计、营销和品牌等环节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

促进集群升级。这些举措与本文研究的产业活动类型、生态系统耦合模式等具有较强的适配性，同时案例对象历经 10年取得的

产业集群升级绩效也为验证本文假设提供了坚实基础。最后是数据可得性。案例对象邻近研究团队工作和生活所在地，便于开展

访谈调研和实地观察，案例对象经常举办展览会，也成为本文获取数据的重要途径。 

3.2数据收集与变量测量 

3.2.1数据收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和二手数据。根据研究目标，本文设计了产业活动特性和生态系统耦合模式与

升级绩效两套调查问卷，2019 年 3—10 月，研究团队先后两次向绍兴滨海工业区内部分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发放问卷，同时通过

参加 2019年中国柯桥坯布纺织新材料展等展会，与参展企业建立联系，发放问卷，第一次回收产业活动特性调查问卷 83份，第

二次回收生态系统耦合模式与升级绩效调查问卷 72份。同时，研究团队还对参与和见证绍兴印染产业集聚升级的政府、企业领

导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形成 11.5小时的访谈录音。此外，研究团队也收集了二手数据，包括绍兴历年统计年鉴、调研中收集

的政府内部统计与汇报资料、政府官网资料等(见表 2)。 

3.2.2变量测量 

本文借鉴国内外成熟题项，采用 Likert5点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 

(1)产业活动特性。 

产业链(微笑曲线)包括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营销、品牌、售后服务等活动
[41]
。印染企业主要采购染料和

助剂，对来料坯布进行前处理、染色、印花、后整理处理，因此涉及的采购品种较为单一，仓储物流和售后服务活动较少。鉴于

此，本文选取研发设计、生产加工、营销和品牌 4项产业活动，由问卷填写人填写产业活动特性调查问卷，对上述 4项产业活动

的不确定性和共享性维度进行打分。 

(2)生态系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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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Orton & Weick[32]、Glassman[34]、Molina-Morales[36]的研究，本文在主体特性、子系统适应、系统性适应、正反馈和负

反馈 5个特征下，各设置 2个题项，分别测量研发设计、生产加工、营销和品牌活动生态系统特征。研发设计生态系统特征测量

题项如表 3所示，其它生态系统特征测量题项与此相似，稍有调整，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 

(3)产业集群升级。 

借鉴杨皎平等[42]、李桂华和申媛婷(2019)、宋慧林等(2016)的研究，本文采用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和集群品牌测量产业集群

升级。 

表 2数据收集基本信息汇总 

数据来源 访谈对象 访谈时间 访谈地点 访谈时长(分钟) 

半结构化访谈 新唐国际贸易总经理 2019.03.30 绍兴市柯桥区玉兰大厦 105 

 绍兴可灿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04.30 绍兴市柯桥区昌隆大厦 103 

 绍兴市高峰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04.18 公司办公楼 100 

 绍兴禾盛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9.05.09 公司办公楼 70 

 浙江爱利斯染整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2019.05.09 公司办公楼 65 

 绍兴柯桥经开区集聚办主要成员 3人 2019.05.09 绍兴滨海工业区集聚办 45 

 绍兴柯桥区印染产业集聚办副主任 2019.05.09 绍兴柯桥经信局 100 

 绍兴科创委办公室处长等 4人 2019.10.23 绍兴市科技局 102 

二手数据 绍兴历年统计年鉴、政府内部统计与汇报资料、政府官网资料 

 

表 3研发设计生态系统特征测量题项 

生态系统特

征 
测量题项 

主体特性 印染研发设计生态系统中各参与主体的独特性 

 印染研发设计生态系统中各参与主体的响应性 

系统性适应 集群成员在研发设计环节被视为一个适应整体的程度 

 
对于与研发设计活动相关主体(如科研机构、高校、设计单位、科创平台等)的变化，其它主体要作出调整的

程度 

子系统适应 集群成员能够在研发设计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的程度 

 集群成员在研发创新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于产生多样化、创新性产品研发/工艺改进方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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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馈 当集群内某个新产品或新工艺获得成功后，对整个产业集群产生示范引领作用的程度 

 当集群内某个新产品或新工艺获得成功后，集群成员进行模仿学习的程度 

负反馈 集群科技创新布局和规划影响企业研发设计活动的程度 

 企业对研发设计活动的投入和调整须考虑集群整体科技创新布局和规划的程度 

 

3.3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验证假设。对于问卷数据，本文采用特征偏差分析方法。Venkatraman(1989)将匹配细分为调节

(Moderation)、中介(Mediation)、适配(Matching)、完形(Gestalts)、特征偏离(ProfileDeviation)和共变(Covariation)6种

关系。特征偏离测量的是实际特征与理想特征的依从或相似程度，越依从或相似，则匹配度越高，绩效越好；越偏离理想特征，

则匹配度越低，绩效越差。案例研究方法适合回答“怎么样”(How)和“为什么”(Why)的问题，能够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详细的

分析，呈现更丰富的事实资料
[43]
。因此，对于半结构化访谈和二手资料，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在问卷数据分析基础上，对假

设作进一步验证。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4.1问卷数据分析及结果 

4.1.1产业活动类型分析 

本文分 3步确定产业活动类型。第一步，将不确定性和共享性分别设为因变量，产业活动设为因子，对产业活动特性调查问

卷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结果显示，营销和品牌产业活动在不确定性与共享性上无显著差异，研发设计、生产加

工、营销和品牌产业活动在不确定性(F=253.64,P=0.00)与共享性上(F=271.31,P=0.00)有显著差异。第二步，统计研发设计、生

产加工、营销和品牌产业活动在不确定性与共享性上的均值，分别为(2.08,4.14)、(3.96,2.12)、(2.87,3.10)、(3.08,2.89)。

第三步，确定均值属于低(1.00～2.33)、中(2.33～3.67)或高(3.67～5.00)区间。通过上述步骤可以判断，生产加工属于低不确

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研发设计属于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营销和品牌属于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并

未涌现高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 

4.1.2产业活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匹配分析 

分别统计研发设计、生产加工、营销和品牌在生态系统各特征(主体特性、系统性适应、子系统适应、正反馈、负反馈)上的

题项得分。本文采用 Sarwar等(2001)提出的修正余弦相似度公式，计算题项得分与理想特征的相似度。即： 

越接近 1,代表匹配度越高，

越接近-1,代表特征越相反，计算结果如表 5所示。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对应的生态系统耦合模式，与自由耦合模式

的匹配度最高(0.89),与固定耦合模式的匹配度为-0.89,说明其与固定耦合模式的特征相反，与约束耦合模式的匹配度低(-

0.16),说明其与约束耦合模式的特征相反。因此，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对应的生态系统耦合模式是自由耦合模式。以

此类推，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对应的生态系统耦合模式是固定耦合模式，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对应的生态系统耦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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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约束耦合模式。 

表 4产业活动差异方差分析结果 

产业活动特性 方差来源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不确定性 组间 146.80 2 73.40 253.64 0.00 

 组内 95.21 329 0.29   

 总数 242.00 331    

共享性 组间 171.82 2 85.81 271.31 0.00 

 组内 104.05 329 0.32   

 总数 275.67 331    

 

表 5产业活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匹配度 

 自由耦合 固定耦合 约束耦合 

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 0.89 -0.89 -0.16 

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 -0.94 0.94 0.14 

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 0.09 -0.09 0.75 

 

4.1.3产业集群升级分析 

技术创新、绿色生产和集群品牌的均值及比例(选项大于 3)如表 6所示。除集群品牌测量题项“集群已经获得了顾客高度的

品牌忠诚度”比例(28%)和均值(2.38)较低外，其它题项均值都大于 3、比例超过 50%,表明绍兴印染产业集群升级取得了良好进

展。 

问卷数据证实，对于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绍兴印染产业集群生态系统采用自由耦合模式，对于低不确定性、高

共享性产业活动，采用固定耦合模式，对于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采用约束耦合模式，绍兴印染产业基本实现了产业

集群升级，H1、H2、H3得到经验支持。 

表 6产业集群升级各题项均值及比例 

变量 题项 均值 比例(%) 

技术创新 集群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 3.78 74 

 集群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加 3.7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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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新产品的开发速度逐渐加快 3.42 58 

 集群创新产品的成功率相对提高 3.13 51 

 集群更新工艺流程或设备的速度逐渐加快 4.04 79 

绿色生产 减少了不必要冗余资源配置 4.17 85 

 提高了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3.82 78 

 减少了环境负外部性，降低了监管成本 3.97 88 

 减少了偷排偷放等机会主义行为发生 4.00 79 

集群品牌 集群营销方式越来越丰富 4.01 83 

 集群营销强度越来越大 3.75 76 

 集群已经在目标市场建立很高的品牌知名度 3.32 53 

 集群已经获得了顾客高度的品牌忠诚度 2.36 28 

 

4.2进一步案例验证 

4.2.1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产业活动与自由耦合模式 

绍兴印染产业集群在研发设计活动上采用自由耦合模式，主要表现在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培育及集群成员在研发设计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上。截至 2019 年底，依托金柯桥科技城、浙江“千人计划”绍兴产业园，绍兴印染产业集群集聚企业院士工作站 2

家、工业设计企业近 150家、“国千”“省千”人才 100余名、工业设计人才 1200余人，集聚区内 1家印染企业被评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10 余家企业建成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绍兴印染产业集群不仅创新要素在增多，交流与合作方式也日益丰

富，如现代纺织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内入驻设计企业、高校、龙头企业研发中心、检测企业、产业配套企业，围绕共性关键技术

开展合作，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再如，围绕“印染大脑”“云工厂”“梦工厂”等两化融合项目，集群成员广泛开展跨

组织合作。自从绍兴市实施印染集聚升级工程以来，集群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集群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逐年增加，特别

是在原创花型设计、分色配色系统研发、面料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投入大幅增长。工艺流程或设备更新速度逐渐加快，无水印染技

术、MBR生物膜处理技术、智能装备一体化控制系统、小浴比环保型气流染色设备、智能化短流程前处理设备等已在集群内推广

使用。集群新产品开发速度逐渐加快，年设计花型超 4万幅，并逐年增长。自 2020年起，绍兴印染产业集群开始争创全国印染

产业创新中心。 

4.2.2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与固定耦合模式 

绍兴印染产业集群在生产加工环节采取固定耦合模式，主要体现在印染工厂集中布局、资源能源集中供应、污染物集中处理

与在线智能监管 3个方面。印染产业集群升级前，印染工厂布局散乱，在地理上与村镇散杂居，多数工厂由周边小型电厂供电或

自备发电设备，采用燃煤导热油锅炉或燃煤蒸汽锅炉提供蒸汽，自建污水、污泥处理设施，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

低效益产业。集聚升级工程启动后，印染工厂集中布局，全市印染企业全部搬迁至滨海工业区内，截至 2019年底，柯桥区内全

部 212 家印染企业被整合成 107 家，完成集聚，同时柯桥区外 20 余家企业正在集聚中。集聚区内印染企业所需电力、天然气、

蒸汽等资源能源集中供应，污染物集中处理，所有印染企业统一纳入到环保许可证管理平台和总量基本账户平台，实行刷卡排

污，同时政府对 COD、PH、TOC、氨氮等污染物实现 24小时在线监测。固定耦合模式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累计淘汰高耗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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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10600余台、落后印染设备 2000余台套，国际先进设备采用率达到 60%以上，年取水量减少 3700 万 m3,年工业废水排放量减

少 2200 万 t,废水中 COD浓度、挥发酚、六价铬等有害物质含量降低 50%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PM2.5 年均值等指标均

呈向好趋势，具体如表 7所示。 

表 7 2012—2018年绍兴市印染产业集群能源利用与污染物排放情况 

指标 单位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节能率 ±% — +9.53 +5.91 +0.5 +3.1 +7.5 +8 

取水量 亿 m3 — 1.71 1.65 1.63 1.38 1.40 1.34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亿 t — 1.66 1.51 1.51 1.39 1.47 1.44 

COD t 30881 28486 29814 28561 18961 18800 15109 

挥发酚 kg 1633 1515 1644 1530 519 266 311 

六价铬 kg 110 63 234 100 35 40 2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 — 68.4 72.6 73.2 79.9 77.8 

PM2.5年均值 μg/m3 61～74 63 64 57 47 41 38 

 

注：数据来源于绍兴统计年鉴和环境状况公报；取水量为绍兴市柯桥区纺织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工业废水排放量、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节能率为绍兴市柯桥区数据，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挥发酚、铬含量为绍兴市数据 

4.2.3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与约束耦合模式 

绍兴印染产业集群在研发设计活动上采用约束耦合模式。长期以来，绍兴印染产业集群主要为本地纺织服装企业做印染加

工，不注重营销和品牌建设，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后，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在销售端，印染企业借助轻纺城、纺博会、时尚周、

世界布商大会、“丝路柯桥•布满全球”计划等开展印染营销与品牌建设。在生产端，当前绍兴印染产业集群正推进厂区景观化

工程，加快印染研发中心、印染博物馆、印染手作坊、商贸中心、步行街区等项目建设，推广印染工业旅游、ColorFestival、

Color Run等活动，虽然形式各异，但都以印染产业为基础，力图通过工业旅游、文化体验、休闲观光等举措，丰富绍兴印染营

销方式，提升知名度。与过去相比，营销与品牌建设活动在区域和产业发展规划下发展出更为丰富独特的形式，各种形式的营销

与品牌活动都以印染产业为基点，发展其独特性。绍兴市实施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工程以来，集群营销方式越来越丰富，营销强度

越来越大，已经在目标市场建立起一定品牌知名度，涌现了红绿蓝、迎丰、乐高、东盛等年产值超过 10亿元的印染品牌，以及

瓦栏、彩色橼、皓质华琚等花型设计品牌，其中迎丰股份于 2021年成功上市。 

5 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如何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必须破解的发展难题。针对现有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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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研究存在对产业(活动)特性重视不够和组织场域视角偏重子场域研究两大问题，本文首次在本体论层次提出污染密集型产业

活动特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共享性两大特性，并据此对产业活动进行类型划分，引入生态系统理论这一新视角，根据主体特性(独

特性和响应性)、适应机制(系统性适应和子系统适应)和反馈机制(正反馈和负反馈),将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划分为自由耦合模式、

固定耦合模式、约束耦合模式和自适应耦合模式。依据生产方式理论中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逻辑，分析产业活

动类型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式匹配对集群升级的作用机理，并选择绍兴印染产业集群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高不确定性、低共享性

产业活动采用自由耦合模式，低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动采用固定耦合模式，中不确定性、中共享性产业活动采用约束耦合

模式，对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有积极影响。由于在绍兴印染产业集群特性分析中，并未涌现高不确定性、高共享性产业活

动，因此 H4未得到实践检验。 

5.2实践启示 

(1)在战略层面，针对异质性产业活动特性，制定差异化升级策略。不同产业活动特性往往会有所差异，即使相同的产业活

动，产业活动特性也有可能不同。对于研发设计活动，纺织印染产业表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和较低的共享性特征。因此，引入集

群创新急需而单个企业又很难拥有的，具有独特性、互补性的创新要素，促使创新要素之间不断集聚与裂变，快速催生多样化、

创新性解决方案，即自由耦合模式，有助于推动产业集群整体升级。以化工为代表的污染密集性产业集群，其技术轨迹较为清

晰，技术迭代较为缓慢，研发设计表现出较高的共享性和较低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在产业集群内构建起长期稳定的技术开发

—利用—再创新关系，持之以恒地进行科研攻关，即固定耦合模式，对集群升级有正向影响。除从产业活动特性出发设计升级策

略外，也可重新审视当下的产业政策。例如，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出台鼓励甚至强迫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省份甚至国外迁移的

政策，就要考虑另一产业活动特性——产业链嵌入度，该类政策适用于产业链嵌入度低的造纸、皮革鞣制等产业，但对于高度嵌

入本地产业链的产业集群，如诸暨有色金属中的电镀产业、佛山陶瓷产业，宜采取本地升级而非产业异地迁移策略，否则，会造

成当地产业链条断裂，增加物流和生产成本。 

(2)在组织层面，依据生态系统耦合目标模式，准确定位政府角色。政府角色定位应因生态系统耦合目标模式而异，在自由

耦合模式中，政府主要扮演政策供给者和沟通协调者角色。一方面，政府应通过优惠政策供给，强化集聚，提高当地污染密集性

产业集群对高独特性市场主体和要素的吸引力，在地理空间或网络空间内，确保异质性主体与要素“触手可及”。另一方面，政

府应建立公共化、组织化沟通协调平台和机制，强化联结，破除当前产业集群普遍存在的“聚而不合”桎梏，确保独特性市场主

体与异质性要素资源的自由合作和顺畅流转。在固定耦合模式中，政府主要是规划者、政策供给者、部分公共软硬件基础设施建

设者。规划对于固定耦合模式至关重要，政府要广泛听取集群内外各界意见，科学做好 5～10年集群发展规划。规划确定后，为

使其顺利落地，政府应出台金融、土地、人才等配套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做好政策供给，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在市场主

体不愿参与的公共领域，政府还要承担一部分集群公共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如产业创新平台、服务综合体、公共污水处理

设施、产业展厅等建设。在约束耦合中，政府主要充当规划者的角色，通过规划引导集群内已有市场主体围绕当地主导产业开展

业务活动，对于从集群外新迁入的市场主体，要借助规划对其进行甄别筛选。在自适应耦合模式中，集群内外已经形成良性互

动，市场机制已然成为集群持续升级的内在动力源。该模式中，政府主要是秩序维护者，确保生态系统各主体生态位分离栖息、

良性竞争，共生共赢。 

(3)在工作层面，强化规划引领与多方联动，推动产业集群全面实现实质性转型升级。当前，污染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工作

的一大弊病就是地方主管部门分头管理，生产加工环节主要归口工信和环保部门管理，研发设计环节主要归口科技部门管理，营

销与品牌环节主要归口商务部门管理，存在政出多门、协调性差等普遍性问题。打造生态系统耦合模式是一项繁杂且持久的系统

工程，要按照“总体规划、精心组织、动态调整”的工作思路扎实推进。其中，总体规划是指在工作启动阶段，规划方案要由产

业集群所在地上一级政府，而非某个主管部门牵头设计，不仅要在各政府部门间反复酝酿和推敲，而且应邀请集群内代表性企

业、行业协会、大学、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进行充分论证，积极听取建设性意见，达成广泛共识，最终形成具有前瞻性、周密

性的规划总方案；精心组织是指在产业集群升级工作实施阶段，各相关部门要有专人负责，政府部门间要以现场联合办公、专题

协调会等形式强化部门间沟通协调；动态调整是指在上一轮工作收尾阶段，要及时准确吸收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总体规范方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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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一步优化调整，并启动下一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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